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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
    抓党风，黄克诚“不怕撕破脸皮”。1980年，连续抓了很有影响的几件事。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干，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去400元。有人举报，黄克诚知道了，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认为是小题大做，心生不快。黄克诚即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1980年10月，商业部部长等人到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少付钱。丰泽园有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这件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发了报道。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震动。

    1979年，“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未向上级报告，事发8个月后，死者家属们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说：这事要管，这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党委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拖着不报？一定要查。

    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这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要不要给处分，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最终，给予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本刊专稿】

吴桥县战胜内涝灾害安排群众生活的回忆

李汝梅
    1961年7月11日至23日，吴桥县境内连降暴雨，全县50万亩耕地严重积水，最深处达1米多，大部分良田被淹，夏秋作物毁于一旦，住房损毁难计其数，数万群众无家可归，吃、住、行极度困难。加之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内涝灾害无疑雪上加霜，群众的生产生活更加困难。大灾面前，吴桥县委、县人委以及各级党组织，上至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长，那种高度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顽强的抗灾决心、连续作战的毅力、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今令人难忘。
领导干部带头抗洪。1961年7月11日，第一场暴雨之后，我们就组织了县直500余名干部分赴张傲、赵芙蓉、赵虎、刘汉、西塘、范屯、佛刘、大齐等几个重灾公社，投入了紧张的抗灾斗争，发动群众排水，安排群众生活。大家不计个人得失，风里来、雨里去，踏泥蹚水，站在抗洪的前列。我和办公室的王金池、王树波、何书文、节振乾等到张傲排水救灾，一路上蹚了8里多地的水，当中还过3尺多深的沟。我们脱了衣服用手举着，过了大沟到了张傲村后，听了公社的简单汇报。那时县社主任正在张傲，我们和公社党委商量后，共同组织群众从房中往外搬东西。当时大水有二三尺深，从西南往东北流，冲倒许多房屋，人哭、马叫、猪羊到处乱跑，情景非常悲惨。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紧张战斗，人抢出来了，大部分东西搬出来了，紧张的局面有了缓和。这时我们和公社党委书记王文达研究如何安排灾民的吃、烧、住，有的几家挤在一起，有的临时搭起了窝铺暂时住下，算是把灾民的生活安排下来。我们工作到深夜，最后才吃上口饭。我们去的几位同志和公社的所有干部，没有一个怕苦嫌累的，为灾民的事情，大家兢兢业业。书记处书记杨彬带领几个同志去赵宅公社搞排水救灾，在杨大毛村和干部群众一同帮助困难群众，从房中抢出东西，逐队逐户地查看灾情，并帮助无房户安排住宿，解决灾民的吃、烧问题，把全村的灾民生活安排得很好。

    县长张寿凯、副县长刘金铭从1961年7月11日普降大雨后，分别到河东7个公社查看灾情，帮助灾民搬家，安排灾民的生活，使群众很受感动，鼓舞了干部群众战胜洪灾的信心。为排除全县50万亩地的积水，开大沟挖小渠，疏通各个渠道，排除积水。当时河东7个公社，雨量大积水深，遍地行舟，不少房屋被大水泡倒，群众的吃、烧、用困难。对此，县委、县人委采取急救措施，开挖河东干渠，南从赵虎开始到大赵全长45里，渠深3米，宽10米，动员2万群众，县长张寿凯、副县长刘金铭和公社的书记社长邢汝明、刘占明、陈吉宗、谢宝训等带领干部群众大干3个昼夜，副县长刘金铭蹚着水和群众一同推车抬筐，带动了群众，促进全部工程的完成，使河东15万亩耕地排除了积水。

    我们的救灾工作得到了地委、行署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行署副专员张庆祥受地委的委托，前来我县指导帮助救灾。我同他及办公室的几个人蹚水到彭家寺，行程几华里到张傲公社查看灾情。张专员所到之处，听取县、社、队三级的汇报，对灾民进行慰问。当时的情景十分惨，房倒屋塌，群众在倒塌的房屋里往外搬家具和被褥，扒找粮食，大人哭孩子叫。我和张专员看到这个情景，心里十分难过，边走边慰问群众。张专员一再和群众讲，让人们相信党和政府一定帮助大家度过洪灾，安慰和鼓舞群众，使人们树立起战胜洪灾的信心。

    1961年7月22日，全县又降了一次暴雨。雨后第二天下午我和副书记李树元步行到范屯公社救灾，到无名树大队下起了大雨，天已经黑了。我们二人住进了办公室，也未让队上派饭，李树元花3元钱买了3个大甜瓜吃，过了一夜。这个办公室3间房均漏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一夜基本未睡觉。天亮后，我们二人蹚了20里地的水到范屯公社，公社书记王朝立、社长李文凯等向我们汇报了受灾和灾后的生活安排情况。这个社水灾严重，几次降雨1000毫米，5000亩土地的范家洼一片汪洋，水深3尺，深处四五尺，群众出来划着小船。不但秋季淹了，如果水排不出去当时的小麦也种不上，这确是一大问题。我和李树元同志同公社党委研究如何采取措施，迅速把范家洼5000亩地的积水排出去。经过商量统一思想后，公社党委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动员全社干部群众，昼夜行动，开沟挖渠，经过5天的大干苦干，范家洼的积水和其它村积水，通过沙河和龙王河排了下去，挽救了1万亩地的庄稼，更重要的是为秋种打下了基础。

    大齐公社党委书记陈大振和社长张文庆，组织了天罡白、小天罡、大天罡等6个村的干部群众排除积水2万多亩，挽救了1万多亩农田，并积极抢种上晚秋作物。在这次排水中，党委书记陈大振带病坚持工作，照常蹚水，照常去各村慰问灾民，感动了全社的人民，大家称他是好干部。

    县委常委张培民、刘金盈、王文福等，分赴桑园、林庄、楼子铺、上村、罗屯等灾区对灾民进行慰问，组织干部群众排水，帮助受灾群众安排生活，领导群众抢种晚秋作物3万多亩，给生产自救打下了物资基础。

    在县委、县人委的领导下，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了7天，全县排除积水50万亩。

开展大种晚秋作物运动。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战斗，大片积水虽被排除，但内涝灾害给群众生活造成更大的困难，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任务更加艰巨，也考验着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为此，县委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县人民大种晚秋作物和蔬菜，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得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响应，在全县开展了大种晚秋作物和蔬菜的群众运动。各级党组织组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抢种晚秋作物和蔬菜。粮食丢了蔬菜找，早熟作物丢了晚秋作物找。
罗屯公社召开了代表会议，增种50%的秋菜任务，第二天商店一天卖菜籽450元；城关公社老王庄经过发动，组织18名劳力开荒种了7亩多秋菜；沟店铺公社发动9600人，种植各种秋菜2000多亩。有的种上菜又被淹了，淹了后干部群众再种。张傲、赵虎等几个公社，抢种的粮食和蔬菜连淹了5次，淹了再种，后来季节晚了种上荞麦，又被淹了后，他们在麦田地里套种上了大白菜。

    全县人民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斗争，抢种晚山芋5.8万亩，各种豆类1.9万亩，荞麦2万亩，抢种菜类10万多亩。秋收后，结果还不错，当时我和大齐公社书记陈大振、扬家寺公社书记安子卿、社长刘子厚等冒雨帮助小天罡、天罡白、大天罡等几个大队，排除积水抢种的1万多亩晚山芋均获得较好的收成。大齐社员齐俊林说，我们村亏了按李书记说的办了，不然就苦了。抢种的蔬菜也获得较好收成，从1961年11月开始，到1962年4月底，每人每天能吃上2斤多菜。
    张傲公社邢庄大队80多户360人，7月大雨之后1000亩土地被淹，秋后麦地里套种大白菜，每人又种了半亩地胡萝卜，秋后40多亩胡萝卜大丰收，社员留下自己吃的外，大部分销往市场，当时胡萝卜带着缨1元1斤。他们这笔帐收入很大，外村的干部群众说邢庄群众发了大财。1961年、1962年他们村群众生活安排得好，病人很少，两年病死了6个人，基本上没有发生非正常死亡。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低指标必须有代食，才能胜利度过灾荒。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这是战胜灾荒保证生产的重要措施。为把副业生产搞起来，县委发指示，召开不同会议，动员全县人民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县委还在副业开展好的单位，召开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借以推动全县副业生产的开展。到1962年的12月份，全县有510个大队开展起各种不同的副业生产，占全县总队数的83%；已开展起来的生产队1709个，占生产队总数的78%。全县共开展起来的副业生产摊4177个，投入劳动力28006人，占劳力的25%。活动起来的有荆柳编、烘炉、木业、打绳、泥瓦工、烧窑、骨头档子、白铁等，完成产值213万元，获利120万元，每户收入320多元。有些副业开展好的队，获利后在市场上买了粮食和代食；有些队的副业开展得好，为了扩大再生产购买了牲口和农具。如副业开展好的水波公社44个大队中，已有43个大队开展起副业生产。由于他们动手早，措施有力，这个社获利23万元，每户收入70元。在大灾之年每户收入70元，这也是可观的数字。后桥大队通过搞骨头档子、木业等副业生产，获利8000多元，每户收入120元，除向社员做了三次分配外，队上还买了4头牲畜。社员利用副业款，从市场上买回粮食7000多斤，为胜利度过灾荒增加了物质力量。

    罗屯公社罗辛大队是连续三年受灾的重灾队。他们在历年无副业的情况下，大队党支部和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大搞副业生产的指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多方筹措资金，干起了石灰窑和香油加工、鞭炮、轧房、香场等6摊副业生产，社员生活有保证，胜利度过了灾荒。

    佛刘公社的南魏大队，虽然他们年年收成好，1962年又获丰收，但为扩大再生产，本着以副养农、以副促农的精神，搞了3摊副业生产，获利9000多元。除向社员做了分配外，还增加6头牲畜，买饲草4.9万斤，为来年的生产打下了基础。

    开展小秋收运动。在1961年秋和初冬，县委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小秋收运动。经过开展小秋收，把人吃的、马喂的、烧的，可以利用的各种作物和一些野生作物均收集起来，为胜利度过灾荒作好物质准备。

    在杂草野菜丛生季节，不论灾区还是非灾区都抓住这个有力时机，干部带头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小秋收运动，要求把人吃的、马喂的、人烧的一切野生作物都要储备起来，为胜过灾荒做好充分物质准备。

    要求入冬前每人平均采集野菜30斤左右，每头牲口平均储备饲草4000斤，除现采集现吃的外，并做到菜有储备，草有节余。在采集方法上，采取群众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办法，提倡下地带筐，回家带草。并订出合理报酬和奖励，菜和代食采取谁采归谁的原则，由生产队和商店以质论价现款收购的办法。

    对集体采打的社员，有条件的队，可以在粮食上代食上给以奖励，以激发群众打菜打草的积极性。

    1961年秋开展的小秋收运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动员起各个方面的力量，全县投入劳力达到了8万多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当时吃的外，储备干代食1800万斤，储备草3500万斤，拾柴5000万斤，为全县的灾民胜利度过灾荒打下了物质基础。

    另外，还组织灾民，采打35万斤苍籽，它是重要的工业原料，销到天津，收回大量的资金，为群众增加了度荒的资本。

    外出求援。1961年全县大灾之年，粮食因灾严重减产，全年只收了3000多万斤粮食，全县有28万人口，收这3000万斤粮食，全县人民生活是安排不下来的。当时上级党委和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给全县调入了3600万斤粮食，这是极大的支持和照顾。尽管这样，全县人民的生活仍安排不下，还是有困难。我们县委研究，老张口向上要不是个办法，国家已对我们做了极大的支持和照顾，不能再向上级伸手要了，解决粮食困难的办法，要自力更生。

    为此，县委召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外出求援的办法。县委决定派出170名干部，分五路到外地采购代食。到外地采购代食的干部，各路均由书记、县长带领，副书记李树元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吴桂岭去浙江一带；副书记杨彬和常委刘金盈去东北一带；副县长张培民和几名科局长及吴桥杂技团10余人去海南一带；副县长刘金铭和几名科局长及杂技团等60多人去新疆一带；副县长王文福和几个干部去云南一带。到各地求援的干部均有几个有办事能力的科局长参加。当时我们所到之地，凡有杂技团的，先进行慰问演出，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为求援代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出去的这些同志为了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为灾民的生活，不怕千辛万苦，爬山越岭，渡江跨海。去东北的同志们活动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之中；到南方去的同志们汗流浃背，奔跑在我国的亚热带；去海南岛求援的张培民副县长及许云洪、张朋、邸胜江、郑丙臣、葛兴府等同志，带领县杂技团到各地慰问演出，搞了5万多元收入，2000多斤粮食及大批代食，为吴桥人民度灾荒出了力，可他们买盒烟都是自己掏钱，没花公家一分钱。特别是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为吴桥求援帮了大忙，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难关，支援了1000万斤代食。

县委把这些粮食和代食优先发给灾民。当灾民们吃到玉米、大米渣、山芋干、木薯干、萝卜丝时，全县干部群众万分感谢兄弟地区对吴桥县的支援，也对外出求援的同志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为人民的革命精神高度赞扬。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副专员）
【忆昔话往】
一个勤政廉政的领导班子

王培仓

    1974年上半年，省委决定选派一部分年轻干部到县、乡带职培养二年。分到沧州地区的共8名，分别任了几个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公社党委副书记。我开始定在河间县委，因老人、孩子都在老家，省委组织部根据我的请求，批准了回献县，任县委副书记。

1974年7月，我辞别了省会，怀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回了献县。当时县里党、政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县委书记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是宋连营，副书记还有杨峰、彭书祉，县委常委有王清华、王德志、高宣忍、刘桂荣、刘进友。1976年初，宋连营调走，调来刘庆芳任县委书记。下半年杨峰抽去保定地区参加工作组之后也调离献县。张寅甫、张洪叶同志先后任了县委副书记，并增加了王建华、王永夫、王晨光、陈来水四名常委。郝常会、于树行、毛广志等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这些同志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都有“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坚强信念，为改变献县的面貌，一心扑在工作上。
较好地坚持了“二五制”的工作制度，即五天下乡下厂工作和劳动，两天处理机关工作，每人每年要完成100天的劳动任务。县委书记刘庆芳带头骑自行车下乡，县委机关虽有两部小汽车，但经常停在机关没人用。为了落实“二五制”的要求，很多同志往往白天开完常委会，摸黑赶回自己“蹲”的点。下乡的同志都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顿饭交足四两粮票两角钱。为了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我们多是白天劳动，晚上研究工作。有时下乡带着工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除田间的普通农活外，我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耕地、播种，也在工厂学会了接线头和装轴承等。8年中，我走遍了全县500个村，没在乡村喝过一次酒，没少付过一次饭费。几次的例外是接受过几位大队干部没有酒肉的“家宴”，因不便付款，还要买两包糖块去“哄孩子”。1976年，本斋村因地震房屋受损，根据县委意见，我和闫兴华、王忠记在省里跑来100多万元，支持他们翻建新村，并调来一批建房木材。村干部到我家时，看到大门破得能钻进羊，就偷偷运来两颗圆木，让打个新门。家里婉拒不过，第二天深夜，又请我村干部悄悄送回去，这才感到心理上的平衡。对这类问题，因处理不好，也发生过不少使人难堪的事情。城郊白楼村的社员秦素兰家庭困难，要求把她在邯郸工作的爱人调回县里工作。事情办完后，时值八月十五，她拎着一篮子月饼来我家。那时的中秋节，每个社员只供两块月饼，这一篮子寄托着深情的月饼，要挤占多少人的份额啊，我怎么能忍心收下？！没想到这位忠厚朴实的农妇，再见我时总是把头低下。

    在勤政廉政建设上，刘庆芳同志也是我们的带头人。他不但办事扎实、认真，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时，也是扑下身子，来真的，干实的。他在西高坦村蹲点，住在村里的时间总比在机关时间长，并在这里搞出了打机井组的经验，指导了全县，还在全地区进行了推广；白天我们去找他商量工作时，只有在田间同社员一起劳动的场合才能找到他，他的记工本上记载的劳动天数总比我们多。

    当时的社员收入，主要靠在生产队里的劳动分配，口粮指标也比较低，一遇天灾人祸，还需国家和集体的照顾。所以抓群众生活，成为县委、县革委会一项常年任务，每逢过节，更是着力安排。1978年春节前夕，小平王公社文都村的两位妇女来县委反映，他们村里因用河里污染的水浇地，造成大幅度减产，大部分社员吃不上饺子。经派人调查属实，我立即让粮食局、供销社送去了白面和猪肉，听说不少社员感动得哭了。过了两三天，大年三十的上午，商林公社垒头大队的一位妇女社员，领着孩子来到县委办公室不走，哭诉家里还没有过年的面。我立即驱车把母子送回，查看了她家，确因丈夫闹病，把队里分的粮食折卖花光了。我找到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做了自我批评，当着我的面送去了白面和肉，并表示一定把她家的生活安排好，请县委放心。

（作者系献县政协原主席）
【沧州党史资料】

解放黄骅城
黄骅县原名新海县，1944年1月，新海县与青城县合并为新青县，1945年9月新青县县政府所在地——韩村解放后，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此地的八路军抗日将领黄骅，新青县改名黄骅县。

自1939年新海县被日军占领以来，韩村一直被日伪军所控制。1945年5月，日军撤出新青县后，驻守此地的伪“华北新海反共建国军”司令李景文，拒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暗地派人到河南开封国民党军孙立清处讨封，摇身变成了“国民党新盐保安司令”。为加强城防力量，他把一些人调入城内，使自己手下拥有600余人的反动武装，增加配备了1挺水压机枪，1门重迫击炮，并加紧构筑了城防工事。城四周有高约6米，底宽约5米，上面宽约2米的土围墙，墙顶上的外侧垒有带垛口的射击防护墙，围墙共有东、东北、北、西北、南、西南6个大门，城的四角和城门上面都建有炮楼。围墙外的东、南、北三面挖有宽10多米，深约4米多的护城河；城的西面是存有一大片水的窑洼。守城人员日夜在城内巡逻，戒备十分森严，李景文妄图借这坚固的城防工事，顽抗到底。

9月23日，由渤海三军分区部队，回民支队四、五、六大队和庆云、盐山等县县大队组成的攻城部队抵达新青县，攻打韩村。攻城指挥部设在城东面沈庄村的东小庄，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任总指挥。攻城部队首先在苗庄子、孙村等村击退了李景文派出城外的敌人，并于当晚包围了韩村。敌人被包围后，惊慌失措，向攻城部队盲目射击，攻城部队则加紧构筑工事，边做攻城准备，边偶尔开枪扰乱敌人，搞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

24日拂晓，攻城部队发起攻击，敌人紧闭城门，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强大的火力网，从城墙上向攻城部队猛烈射击，企图大量杀伤攻城部队，阻击攻城。攻城部队组织优秀射手，专门射击敌人的机枪手，敌人的机枪手有的被击毙，有的被击伤，火力明显减弱了。李景文为了作垂死挣扎，稳住军心，发动绅士、地主杀牛宰羊慰劳部下，并组织一个50余人的敢死队，企图冲出城外，破坏攻城阵地，为突围打开突破口。但他们从西北门冲出后，遭到了回民支队的迎头痛击，一个个被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回。敌人的反攻失败了，更加恐慌不安。

时至黄昏，李景文等匪首见城已守不住了，纷纷带着家属、亲信从西北门涉水逃跑。因城西是一片水，攻城部队未设防。敌人逃跑时，有的被淹死，没淹死的也成了落水鸡。城里的匪徒们失去了指挥，处于一片混乱状态，衣物、包裹、枪支扔得满街都是。城里的地下工作人员许连芳等看到这一情况后，积极通报消息。地下党员史云鹏，不顾生命危险，爬到南城门楼上向攻城部队喊话，报告敌人逃跑的消息。他这一喊，敌人更乱了，攻城部队也加紧了攻城，选择东城门为突破口。为了扫除障碍，主攻部队组成抵近爆破组，对城门实施炸药爆破。爆破成功后，攻城部队发起了总攻。首先从东门突破，接着一举攻入全城，敌人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绝大部分缴械投降做了俘虏。

这次战斗从23日晚开始，到24日夜结束，共击毙敌人30余人，俘虏敌军官兵500余人，缴获重型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其它各种枪支400余支，无线电台1部，粮、财、物若干，歼灭了李景文的国民党新盐保安队，韩村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中共黄骅市委党史研究室）
【信息窗】

市委党史研究室到运河区委宣讲党史  为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史宣传教育工作，2月28日，市委党史研究室苏冬梅科长到沧州市运河区委宣讲党的历史。
宣讲主要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沧州党的历史的主要特点展开，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沧州党的历史，讴歌了为沧州乃至全国党的创建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和重大牺牲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先烈的历史功绩。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表示，要秉承先烈遗志，继承和发扬他们爱党爱国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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